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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普惠金融如何改善进城务工人员就业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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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推动共同富裕与高质量就业的进程中，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技术驱动的金融创新，为提升进城务工人员就业质

量提供新路径。基于 2014、2016 和 2018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CLDS） 数据，结合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构建双向

固定效应模型，系统评估其对进城务工人员就业质量的影响，并从中介效应与群体异质性角度探讨作用机制。研究发

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提升进城务工人员就业质量，尤以改善收入水平和福利保障最为突出；对中等就业质量群体的影

响最大，对低质量群体效果有限；机制上主要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与抑制被动创业发挥间接作用。研究结论为提升进

城务工人员就业质量提供实证支持，并为相关政策优化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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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就业是最基本

的民生”，必须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推动实现更

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作为中国劳动力市场

的重要组成部分，进城务工人员群体的就业质量

不仅关乎个体福祉和社会稳定，更直接关系到城

乡融合发展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近年来，伴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与新兴产业形态的兴起，

进城务工人员的就业结构、流动趋势和职业选择

发生深刻转变，但其整体就业质量的提升依然面

临多重挑战。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 《2023 年农民工监测调

查报告》，全国农民工总量达 29 753 万人，较上

年小幅增长 0. 6%，但其月均收入仅为 4780 元，

显著低于城镇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在劳动权益保

障、社会保障覆盖、职业发展路径等方面，进城

务工人员普遍面临制度性短板［1］。尤其是在平台

经济、零工经济等新型就业形式中，劳动关系模

糊、工作稳定性差、保障水平低的问题尤为突

出［2］。此外，进城务工人员群体内部呈现明显的

结构性分化趋势，一部分人实现职业跃迁与收入

增长，另一部分则陷入“就业低端化”与“流动

性陷阱”，面临较大的发展不确定性。

在此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数字经济的

重要组成部分，正在不断重塑金融服务的供给方

式与可达边界。依托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

等新兴技术，数字普惠金融在扩展金融服务覆盖

面、降低获取门槛、提高服务效率等方面展现出

巨大潜力。对于传统上受金融排斥影响较大的进

城务工人员而言，数字普惠金融有望通过缓解融

资约束、支持技能培训、促进创业就业等方式改

善其就业质量［3］。然而，已有研究也指出，进城

务工人员在数字金融使用过程中仍面临信息不对

称、技术障碍、信任缺失等现实难题，数字红利

的释放仍存在结构性不平衡的问题［4］。

因此，厘清数字普惠金融在进城务工人员就

业质量改善中的作用机理，既具有重要的理论价

值，也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目前学术界对数字

普惠金融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其包容性特征、对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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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企业的支持以及信贷可得性等方面［5⁃6］，而系

统检验其是否以及如何提升进城务工人员就业质

量的实证研究仍相对匮乏，特别是在机制识别和

异质性分析层面有待深入。基于此，本研究将数

字普惠金融引入进城务工人员就业质量研究框

架，运用 2014 年、2016 年和 2018 年三期中国劳

动力动态调查 （CLDS） 微观数据，结合中国数

字普惠金融指数，系统评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

进城务工人员就业质量的影响，探索数字技术赋

能下改善进城务工人员就业质量的实现路径，为

推动更加包容的数字金融治理与高质量就业政策

提供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本研究其余结构安排如下：第二章为分析进

城务工人员就业质量现状；第三章为理论分析与

研究假设；第四章为研究设计；第五章为实证分

析及结果；第六章为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二、进城务工人员就业质量现状

分析：结构、收入与保障的三重困境

在我国经济结构持续转型、就业形态不断演

化的背景下，进城务工人员作为最具代表性的流

动就业群体，其就业质量不仅关乎个体福祉和社

会稳定，更直接关系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然

而，从实际情况来看，进城务工人员群体的就业

质量依然面临结构性障碍、收入增长瓶颈与保障

缺失等多重困境。本研究从就业结构、收入水平

与社会保障三个维度，系统梳理进城务工人员当

前的就业质量现状。

（（一一）） 就业结构的动态演变就业结构的动态演变：：从制造向服务从制造向服务

的转移的转移　　

随着中国经济迈入转型升级阶段，进城务工

人员的行业分布和岗位结构也随之发生深刻变

化。根据国家统计局进城务工人员监测调查数

据，2013—2023 年间，进城务工人员就业正加速

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呈现出“去制造

化”与“服务化”并存的趋势，如图 1 所示。

2013 年，进城务工人员在第二产业中的占比超过

55%，其中制造业与建筑业长期为主要就业去

向。但随着自动化水平提升和传统产业转型，第

二产业吸纳能力逐步减弱，至 2023 年已降至不足

50%。同期，第三产业就业占比持续提升，成为

吸纳进城务工人员就业的新主力。由图 2 可见，

制造业和建筑业的就业占比分别从 2013 年的 30%
和 22% 下降至 2023 年的约 20% 和 15%；而交通

运输、批发零售、居民服务等服务类行业占比稳

步上升，显示出服务业岗位的快速扩张。这类岗

位虽在一定程度上提供更多就业机会，但也存在

显著的“非正规化”特征，表现为劳动合同签约

率低、工作时间不稳定、缺乏社会保障等问题。

平台经济的兴起 （如外卖、网约车） 进一步放大

灵活就业的趋势，使得进城务工人员就业形态更

加碎片化和不确定化，可能会加剧其职业发展的

不确定性与脆弱性。

图 1　2013—2023年进城务工人员三次产业就业结构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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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收入水平增长缓慢收入水平增长缓慢，，群体差距扩大群体差距扩大　　

收入是衡量就业质量的核心指标之一。虽然

近年来进城务工人员收入总体稳步上升，但其增速

逐渐放缓，收入水平与城镇职工之间的差距不断扩

大，内部收入分化也日益明显。如图 3所示，2012
—2024 年间，进城务工人员月均收入由 2300 元提

升至近 6000 元，年均增速在 6% 左右。然而，相

比同期城镇非私营单位职工收入的快速上涨，二者

的差距不断拉大。表 1 数据显示，2015—2024 年

间，进城务工人员年收入与城镇职工的收入比值

从 0. 594 下降至 0. 359，进城务工人员“低收入群

体”特征持续强化。

从收入增长路径来看 （图 4），传统行业如制

造业、建筑业收入增速显著放缓，2022 年后甚至

出现负增长；服务业中的住宿餐饮、居民服务等

行业波动剧烈，整体处于低增长区间。不同产业

图 2　2013—2023年进城务工人员在主要行业中的就业分布

数据来源：作者自行整理

图 3　2012—2024年进城务工人员月均收入及其增长趋势

数据来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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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收入增速差距加大，反映出进城务工人员内

部“马太效应”日趋显著，收入分化与职业层级

固 化 相 互 叠 加 ， 进 一 步 抬 高 就 业 质 量 改 善 的

难度。

（（三三）） 社会保障覆盖率偏低社会保障覆盖率偏低，，制度支持亟待制度支持亟待

强化强化　　

社会保障是实现体面劳动与稳定就业的关键

制度保障。然而，进城务工人员群体在社保制度

中长期处于“边缘地带”，参保率普遍偏低，保

障缺口严重。如表 2 所示，截至 2021—2022 年，

进城务工人员在 5 项主要社会保险中的参保率仍

不理想。其中，医疗保险参保率最高为 58. 4%，

但较多为城乡居民医保，保障水平有限；养老保

险参保率仅 18. 9%，绝大多数进城务工人员无法

积累长期养老金权益；而工伤、失业、生育保险

的参保率分别仅为 22. 2%、15. 1% 和 6. 0%，与

其所从事的高风险、高不确定性岗位极不匹配。

这不仅削弱进城务工人员的职业稳定性，也降低

其对未来生活的安全预期。尤其在平台经济和新

就业形态中，大量新型灵活用工人员缺乏制度化

社保接入渠道，使得“就业无保障”问题更加突

出，成为数字化发展背景下进城务工人员就业质

量提升的核心短板。

（（四四）） 群体结构变化与就业脆弱性提升群体结构变化与就业脆弱性提升　　

就业质量不仅受制于行业与岗位特征，也深

受劳动者个体特征的影响。近年来，随着我国人

口老龄化趋势加剧和农村劳动力代际更替的加

表 1　2015—2024年进城务工人员与城镇非私营单位职工

年收入对比及收入差距变化

年份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2024

进城务工人员

年收入 （元）

36 864

39 300

41 820

44 652

47 544

48 864

53 184

55 380

57 360

59 532

城镇非私营职工年

平均工资 （元）

62 029

67 569

74 318

77 196

90 501

97 379

106 837

114 029

120 698

165 640

差距比值

（农/职）

0. 594

0. 582

0. 563

0. 578

0. 525

0. 502

0. 498

0. 486

0. 475

0. 359

数据来源：作者自行整理

图 4　2014—2023年进城务工人员分行业收入增长率对比

数据来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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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进城务工人员群体的内部结构正在发生显著

变化，尤其是“年轻人不愿进、老龄人不得不

留”的困境日益突出，进一步加剧进城务工人员

就业质量的整体脆弱性。如图 5 所示， 2011—
2023 年，进城务工人员年龄结构出现明显的“老

龄化”趋势：50 岁及以上的进城务工人员比例快

速上升，从 2011 年的不足 15% 升至 2023 年的超

过 30%，已经成为增幅最快的年龄段；相对而

言，16~20 岁和 21~30 岁年龄段的年轻进城务工

人员占比持续下降，前者降至不足 5%，后者从

30% 以上下降至不足 20%；31~40 岁和 41~50 岁

两个中生代群体所占比例总体持平或略有下降，

但已逐渐被高龄群体所“反超”。

这一结构变化反映出进城务工人员群体的

“代际断层”问题：年轻劳动力更倾向于城市新

型岗位或留在城市读书就业，而老龄进城务工人

员因技能单一、缺乏替代岗位而被迫滞留在传统

低质岗位上。这一代际结构变化带来的一个突出

问题是：对数字技术和金融工具的适应能力明显

分化。年长进城务工人员在金融素养、数字设备

使用、线上操作等方面存在显著短板，而年轻群

体虽然具备一定的适应能力，但因其数量下降，

整体技术应用水平未能有效提升。

综上所述，进城务工人员就业质量的整体提

升面临结构转型、收入增长乏力、社会保障缺失

与群体老龄化等多重挑战。一方面，第三产业快

速扩张与灵活就业兴起带来新的就业机会，但也

伴随着非正规化、低保障等不利因素；另一方

面，收入增长与社会保障滞后，加剧群体间的差

表 2　进城务工人员“五险”参保率

保险种类

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

工伤保险

生育保险

参保率 （%）

18. 9
58. 4
15. 1
22. 2

6. 0

数据年份 （年）

2022
2021
2021
2022
2022

数据来源备注

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

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CSS2021）
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 （CSS2021）

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

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

数据来源：作者自行整理

图 5　2011—2023年进城务工人员不同年龄段人数占比变化趋势

数据来源：作者自行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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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与就业的不确定性。此外，进城务工人员群体

结构呈现明显老龄化趋势，技术适应能力与再就

业潜能不足，加剧就业质量提升的难度。在此背

景下，数字普惠金融作为连接技术与金融、弥合

资源差距的有效工具，其能否有效缓解进城务工

人员就业质量困境，并通过具体机制发挥作用，

成为亟待探讨的核心问题。

三、文献综述、理论分析与研究

假设  

（（一一）） 文献综述文献综述　　

就业质量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其测量指标

具有多维性，不同研究视角下存在评价差异。高

质量就业既涵盖满足个体劳动者的客观基础，也

包括基于个体劳动者价值判断的主观感知，是劳

动者在就业过程中的客观及主观福祉的综合体

现。现有文献主要基于微观调查数据，从人力资

本［7］、社会资本和个体特征等角度对就业质量的

影响因素展开分析［8⁃9］。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

展，数字普惠金融对就业质量的影响也逐渐成为

研究热点。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力推进数字

普惠金融的国家，其对劳动市场的重塑作用不容

忽视。

近年来，数字普惠金融被认为是提升就业质

量的重要工具。通过提供便捷的金融服务，特别

是对传统金融体系覆盖不足的群体，如农民、低

收入者和中小企业，数字普惠金融有助于提高这

些群体的金融可得性和经济活动参与度，从而间

接提升就业质量［10］。此外，数字金融技术的应用

可以降低信息不对称程度，减少交易成本，促进

创业和中小企业发展，这也为提高就业质量创造

更多机会［11］。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不仅限于直接

的就业效应，还体现在对劳动者技能提升的促进

作用上。数字化平台和工具的普及，使得在线教

育和培训资源更加丰富和可得，从而帮助劳动者

提升技能，适应数字经济的需求，提高其就业竞

争力［12］。尤其是对于流动人口和农村地区劳动

者，数字普惠金融的推广可以显著改善其职业发

展前景，提升就业质量［13］。

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的创业效应方

面，已有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推动小微企

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创业活动［14⁃16］。数字普惠金融

通过减少信息不对称和交易成本［17］，使得金融资

源的获取更加便捷和高效。特别是在低城市化率

和低注册资本的小微企业中，数字普惠金融的激

励作用更为明显［18］。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使农户

更容易获得信用贷款并增强其社会信任感，这不

仅提高他们的创业意愿，还提升创业成功的可能

性［19⁃20］。此外，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增加金融服务

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进一步促进农村地区的

创业活动，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提升整体就业

质量［21］。数字普惠金融在不同地区的影响存在显

著差异，在落后地区和贫困地区，数字普惠金融

的推动作用尤为明显［22］。这些地区通常面临传统

金融服务覆盖不足、金融资源匮乏等问题，数字

普惠金融通过其数字化和普惠性特点，填补这一

金融服务的空白。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有效降低农

民的融资成本，提高其自主就业和创业能力。在

教育投资不足、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方，数字

普惠金融的效应更为显著，能够更有效地促进农

民创业活动，提升农村经济发展水平［23］。由此可

见，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的创业效应已得到

国内外学者的广泛认可。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的就业效应主要分

为直接就业效应和间接就业效应［24⁃25］。在直接就

业效应方面，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供便捷的金融

服务，降低金融服务的门槛，使更多农民和低收

入群体能够获得信贷、储蓄和支付等金融服务，

从而直接促进农村居民的就业。这种便利性使得

他们更容易参与经济活动，增加就业机会。数字

普惠金融通过改进农村金融基础设施，扩大金融

服务覆盖面和使用深度［26］，从而提高农村居民的

就业率。此外，数字普惠金融还能改善信息不对

称问题，降低求职和招聘的匹配成本，使得劳动

力市场更加高效［27］。在间接就业效应方面，数字

普惠金融为农村创业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农民

能够更容易地获得小额贷款和创业资金，激发创

业热情，带动新兴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创造更多

就业机会［28］。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农村地区的

经济活动，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进一步提升就

业率。同时，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提高金融资本的

利用效率、优化资源配置和简化工作流程，使农

村企业和个体经营者能够更高效地运营，间接推

动就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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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政府和政策制定者也在积极探索利用

数字化手段提升就业质量。通过建立和完善数字

化公共就业服务平台，政府可以更高效地匹配劳

动力供需，提供职业指导和培训服务，提升就业

服务的精准度和覆盖面［29］。政策的支持与引导在

数字包容性金融的发展中起到关键作用，通过制

定鼓励政策和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支持，可以更

好地发挥数字化在提升就业质量方面的潜力［30］。

综上所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金融产品创

新，为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生产经营所

需的资金，进而提升其经营规模和效益，增加劳

动力需求，改善劳动力就业环境，从而促进就业

质量提升，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助力。此外，数

字普惠金融还通过提高金融可得性、促进创业和

职业发展以及提升金融素养和风险管理能力等方

式进一步提升就业质量。然而，针对进城务工人

员高质量就业的研究较为匮乏，特别是从人力资

本和创业积极性的视角研究其机制的研究相对较

少。鉴于此，本研究将数字普惠金融引入进城务

工人员就业质量研究框架，运用 2014 年、2016 年

和 2018 年三期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CLDS） 微

观数据，结合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系统评估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进城务工人员就业质量的影

响，并探索数字技术赋能下改善进城务工人员就

业质量的实现路径，为数字金融治理与高质量就

业政策制定提供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二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随着数字技术深度融入社会经济运行，数字

普惠金融作为融合金融创新与科技赋能的重要载

体，正在重塑传统金融服务格局［31］。其以低门

槛、高效率、广覆盖的特征，为低收入、金融排

斥群体提供全新的资源获取路径，尤其在促进公

平发展和包容性增长方面展现出积极潜力。对进

城务工人员而言，作为流动性强、金融获取能力

弱、社会保障缺口大的群体，数字普惠金融的快

速发展不仅在金融服务供给端打破壁垒，也可能

通过影响其资源配置、就业选择和能力提升路

径，进而显著改善其就业质量。

从包容性增长理论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来

看，进城务工人员就业质量的提升不仅依赖个体

特征，也深受制度环境与资源可得性的制约［32］。

长期以来，进城务工人员面临着融资难、培训

少、信息弱、收入低的多重困境，导致其就业形

态多集中于非正规、低报酬、弱保障的岗位。数

字普惠金融正是对传统金融体系在“可达性—适

应性—成本结构”三方面的重构，通过在线信

贷、移动支付、大数据风控等技术手段，为进城

务工人员提供更便捷、更低成本的金融服务渠

道，使其有能力更主动地进行职业投资与就业选

择，从而改善其就业稳定性、收入水平与职业满

意度。同时，数字普惠金融的扩展还可能通过技

术平台提高就业信息可得性，降低就业匹配成

本，扩大线上平台经济参与机会，使进城务工人

员从传统“被动就业”向“多元路径”转型，为

其就业质量改善提供现实基础。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显著提升进城

务工人员的就业质量。

此外，依据人力资本理论［33］，知识、技能与

教育水平是个体获取优质就业的核心资源。然

而，由于教育基础薄弱、技能提升渠道匮乏、培

训成本高等因素，进城务工人员在人力资本积累

方面长期处于劣势，难以适应高质量岗位的技能

要求［34］。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为其人力资本提升

提供了新的支持路径：一方面，数字信贷、教育

贷款等工具缓解了其培训资金瓶颈，扩大技能投

资的可行性；另一方面，各类数字平台提供的在

线课程与认证培训，降低教育门槛与时间成本，

激发学习意愿并提升学习效率［35］。同时，数字工

具本身也强化金融素养和信息认知，这种“认知

资本”的提升对就业选择同样具有正向作用［36］。

由此，数字普惠金融不仅直接赋能就业者，也通

过促进其人力资本的内生性提升，增强其劳动市

场适应性和抗风险能力。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2：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通过促进人力

资本积累，间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的就业质量。

进城务工人员群体中出现越来越多的创业现

象［28］，涵盖微商、摊贩、自雇服务等形式，但大

多数属于“生存型创业”，即非出于捕捉市场机

会，而是受限于正规就业渠道缺失或收入不足的

被动行为。这类创业往往启动资金不足、缺乏技

术支撑与政策保障，面临高失败率、高风险与低

回报的困境，甚至可能进一步削弱其经济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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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社会保障水平［37］。

根据创业动因理论，创业动机包括推动力

（如失业、生计压力） 与吸引力 （如机会识别、

资源支持）。而在进城务工人员群体中，创业更

多源于“推力”主导，是一种迫于生计的非自愿

性选择［38］。而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一方面确实

为创业者提供基本金融支持，但另一方面更重要

的是，它通过增强正规就业的获取能力、丰富职

业信息、改善培训环境，使进城务工人员不必因

缺乏其他就业选择而“被迫创业”［18］。通过为其

提供更稳妥的职业路径，数字普惠金融实际上抑

制不具备可持续性和收益性的低质量创业选择，

使进城务工人员有机会回归更稳定、更具保障的

就业道路。由此可见，数字普惠金融并非单纯地

“激励创业”，更在于通过提升个体的就业可选性

和稳定性，引导其摆脱低质量创业陷阱，从而提

升整体就业质量。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够通过抑制进城

务工人员的低质量创业选择，间接提升其就业

质量。

综上所述，数字普惠金融对进城务工人员就

业质量的作用机制如图 6 所示。具体而言，数字

普惠金融通过促进人力资本积累并抑制进城务工

人 员 低 质 量 创 业 选 择 ， 从 而 有 效 提 升 其 就 业

质量。

四、研究设计  

（（一一）） 数据来源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CLDS）
2014 年、2016 年和 2018 年三期数据作为微观数

据来源。CLDS 由中山大学中国社会研究中心组

织实施，具有覆盖面广、数据质量高、变量体系

全面的优势，涵盖劳动者的基本人口信息、就业

状态、收入结构、社会保障、培训经历与创业行

为等多项指标，是研究进城务工人员群体就业问

题的重要数据基础。为衡量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

水平，本研究引入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

布的“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该指数基于支

付宝等平台的真实业务数据，从覆盖广度、使用

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维度构建，按省级单位年

度发布，具备良好的客观性和横向可比性。在数

据匹配方面，考虑到数字普惠金融对就业质量的

影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本研究选取滞后一期的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与进城务工人员个体数据进行

匹配，以增强因果识别的合理性。

在样本筛选过程中，本研究聚焦于具有进城

务工人员特征的个体，筛选标准如下：（1） 年龄

在 16 至 60 岁之间；（2） 户籍类型为农业户口或

曾由农业户口转为居民户口；（3） 当前从事非农

业劳动；（4） 学历为大专及以下。经严格筛选与

数据清洗后，最终获得 10 331 个有效观测样本。

（（二二）） 变量设置变量设置　　

1.  被解释变量：就业质量 （EQ） 　

本研究参考 Erhel 和 Guergoatlariviere［39］、邓

睿等学者构建多维就业质量指标体系［40］，从收入

水平、工作强度、福利保障、工作满意度四个维

度进行测量。收入水平以月工资收入 （对数处

理） 表征；工作强度以每周工作时间衡量，因与

就业质量呈负相关，进行反向标准化；根据其是

否参加“五险”（基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

生育），每参加一项得 1 分；工作满意度采用

CLDS 中“对当前工作满意度”题项，1—5 分量

表构造。由于这四个维度均来源于同一问卷调

查，且分别从不同角度衡量就业质量，因此它们

之间并没有显著的内在相关性。这些维度能够全

面覆盖就业质量的多维特征，避免单一指标可能

带来的偏差。

图 6　传导机制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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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四个维度指标均参考林龙飞和祝仲坤的

做法［41］，均通过极值标准化处理，再采用等权加

总法构建就业质量综合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X std
ij = Xij - minj

maxj - minj
（1）

其中， i 代表进城务工人员个体， j 代表衡量工资

收入、工作强度、福利保障、工作满意度的指

标，X std
ij 为标准化后的结果，maxj 和 minj 分别代

表第 j项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参考邓睿的做法采用等权法构建就业质量指

标［40］，公式如下：

EQ = 1
4 ∑

j = 1

4

X std
ij （2）

其中 EQ 为评价就业质量的指标， i 代表进城务工

人员个体，j代表就业质量的 4 个分项指标。

2.  核 心 解 释 变 量 ： 数 字 普 惠 金 融 指 数

（DIFI） 　

本研究以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发布的

总指数 （滞后一期，取对数） 作为核心解释变

量，同时进一步引入其三个子维度指标 （覆盖广

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 进行机制细化分

析。为控制省域样本的潜在相关性，参考张勋等

的研究方法［28］，本研究采用省级层面聚类稳健标

准误，以提升估计的有效性与稳健性。

3.  中介变量　

为进一步揭示数字普惠金融影响进城务工人

员就业质量的内在机制，本研究构建两类中介

变量：

（1） 人力资本提升 （HC）。参考张广胜与王

若男的做法［42］，本研究依据 CLDS 问卷中“上年

度以来是否参加过累计五天以上的专业技能培

训”一项，将回答“是”的个体赋值为 1，反之

为 0，构造为虚拟变量。

（2） 创业选择 （EC）。参考冯大威等［43］ 的

构造方法，根据 CLDS 中关于“当前工作身份”

的问卷结果，若受访者为“雇主”或“个体经营

者 （自雇） ”则赋值为 1，若为“雇员”则赋

值为 0。
4.  控制变量　

为了降低遗漏变量偏误，增强模型识别的有

效性，本研究引入一系列控制变量，涵盖个体特

征、家庭特征和地区层面因素。此外，本研究在

所有模型中引入地区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

以控制不同省份之间以及时间变化中潜在的不可

观测异质性因素对回归结果的干扰。变量定义与

样本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详见表 3 与表 4。

表 3　变量定义

变量类型

被解释变量

解释变量

中介变量

控制变量

变量名称

就业质量

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覆盖广度指数

使用深度指数

数字化程度指数

人力资本

创业选择

教育年限

工作经验

健康

政治面貌

性别

年龄

婚姻状况

符号

EQ

DIFI

Breadth

Depth
Digit
HC
EC

Edu

Exp

Hea

Pol
Gen
Age
Mar

变量说明

根据工作收入、工作强度、福利保障、工作满意度四个维度使用等权法构建的就业质量

指标

由滞后一期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构成，对数化处理

通过电子账户数 （如互联网支付账号及其绑定的银行账户数） 等来体现，滞后一期，

对数化处理

依据实际使用互联网金融服务的情况来衡量，滞后一期，对数化处理

依据数字服务的便利性和成本来衡量，滞后一期，对数化处理

人力资本提升虚拟变量

创业选择虚拟变量

根据学历生成，小学=6，初中=9，高中、中专=12，大专=15，本科=16，
研究生=19，博士生=24
根据 CLDS 问卷，问卷年份⁃第一份工作开始年份得到

根据 CLDS 问卷对“您认为自己现在的健康状况如何？”这一问题的回答得到，

非常不健康=1，比较不健康=2，一般=3，比较健康=4，非常健康=5
非党员=0，党员=1
女性=0，男性=1
问卷年份⁃出生年份

未婚=1，已婚=2，再婚=3，离异=4，丧偶=5，同居=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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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 模型设定模型设定　　

1.  基准回归模型　

为估计数字普惠金融对进城务工人员就业质

量的总体影响，本研究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回归模型如下：

EQ ijt = α0 + α1 lnDIFIj，t - 1 + ∑
p = 1

m

αControlspijt +

areaj + yeart + εijt （3）
其中，EQ ijt 代表进城务工人员 i 在 j 省份第 t 年的

就业质量指标； lnDIDFIj，t - 1 为省级层面的滞后

一期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取自然对数），反映数

字金融的发展程度；Controlsijt 为控制变量集合；

areaj 为地区固定效应，yeart 为年份固定效应，εijt

为随机扰动项。

在上述模型中，参数 α1 捕捉数字普惠金融发

展对进城务工人员就业质量的总效应，即直接作

用路径的强度和方向。

2.  中介效应模型　

为了进一步识别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中介变量

对进城务工人员就业质量的间接影响机制，本研

究借鉴温忠麟与叶宝娟提出的三步回归法进行中

介效应检验［44］。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第一步，估计数字普惠金融对就业质量的总

效应。

EQ ijt = α0 + α1 lnDIFIj，t - 1 + ∑
p = 1

m

αControlspijt +

areaj + yeart + εijt （3）
第二步，估计数字普惠金融对中介变量的

影响。

MEijt = β0 + β1 lnDIFIj，t - 1 +

∑
p = 1

m

βControlspijt + areaj + yeart + ϵijt （4）

其中，MEijt 分别表示中介变量“是否提升人力资

本”或“是否选择创业”。若 β1 显著，说明数字

普惠金融对中介变量具有显著正向或负向影响。

第三步，将中介变量纳入模型，估计其对就

业质量的影响。

EQ ijt = γ0 + γ1 lnDIFIj，t - 1 + γ2 MEijt +

∑
p = 1

m

γXpijt + areaj + yeart + μijt （5）

若 γ2 显著，且 γ1 较第一步中的 α1 显著减弱，则说

明中介效应成立；若 γ1 不再显著，则为完全中

介；若仍显著但减弱，则为部分中介。此外，本

文还将采用 Sobel 检验与 Bootstrap 法对中介效应

进行显著性确认，增强结论的稳健性。

五、实证分析及结果  

（（一一）） 基准回归结果基准回归结果　　

本研究首先基于双向固定效应模型，考察数

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对进城务工人员就业质量的

总体影响，结果如表 5 所示。表 5 第 （1） 列显

示，核心变量——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DIFI） 对

就业质量的系数为 0. 073，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下

成立，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进城务工人员就

业质量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假设 H1 得证。

进一步地，本研究将 DIFI细分为三个子维度

进行回归 （见表 5 第 2—4 列）：覆盖广度与使用

深度对就业质量均呈显著正向影响，说明普遍接

入和频繁使用是金融赋能就业的关键路径；而数

字化程度未通过显著性检验，提示技术复杂性可

能对部分弱势群体形成“数字排斥”。控制变量

方面，教育年限、健康状况、年龄、婚姻状况和

政治面貌均显著正向影响就业质量，符合人力资

本与社会资本理论预期；性别变量为负，说明男

性进城务工人员在就业质量方面略显劣势；工作

经验不显著，表明在高流动性与低保障的就业环

表 4　描述性统计

变量

EQ

DIFI

Breadth

Depth

Digit

HC

EC

Edu

Exp

Hea

Pol

Gen

Age

Mar

样本量

10 331

10 331

10 331

10 331

10 331

10 331

10 331

10 331

10 331

10 331

10 331

10 331

10 331

10 331

均值

0. 55

5. 372

5. 218

5. 367

5. 72

0. 137

0. 208

9. 396

8. 064

3. 867

0. 063

1. 102

39. 404

1. 97

标准差

0. 109

0. 233

0. 307

0. 269

0. 212

0. 343

0. 406

3. 121

11. 551

0. 851

0. 244

0. 879

10. 934

0. 649

最小值

0. 211

4. 771

4. 479

4. 731

5. 384

0

0

0

0

1

0

0

16

1

最大值

0. 919

5. 819

5. 756

5. 982

6. 117

1

1

15

45

5

1

6

6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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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下，“年资积累”的边际回报有限。综上，该

部分验证假设 H1：数字普惠金融显著改善进城务

工人员就业质量，其主要作用路径体现在金融可

达性与使用活跃度的提升。

（（二二）） 稳健性检验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数字普惠金融对进城务工人

员就业质量影响的可靠性与稳健性，本研究采用

分层线性模型 （HLM）、省级聚类标准误调整、

替代就业质量构建方法 （熵权法）、主成分分析

法以及 Tobit 模型回归从不同角度对基准回归模

型进行多重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 6 所示。

1.  分层线性模型　

由于本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数字普惠金融

指数”为省级层面数据，而被解释变量“就业质

量”为个体层面数据，存在跨层次结构嵌套的问

题。若忽视数据的分层特征，传统回归模型可能

导致标准误低估或系数偏误。为此，本研究采用

分层线性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 6 第

（1） 列。从中可以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对进

城务工人员就业质量的影响系数为 0. 082，仍在

5% 的显著性水平上成立，表明在控制层级结构

之后，数字普惠金融的积极作用依旧稳固。

2.  省级聚类标准误调整　

考虑到进城务工人员在同一省份内可能存在

非独立性，即观测值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

性，若忽略这一点，模型估计结果可能面临误判

表 5　主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DIFI

Breadth

Depth

Digit

Edu

Exp

Hea

Pol

Gen

Age

Mar

Constant

Industry
Year

N
调整后

的 R2

（1）
EQ

0. 073***
（4. 73）

0. 010***
（28. 64）

0. 000
（0. 03）

0. 011***
（8. 95）

0. 035***
（8. 34）
-0. 004**

（-2. 07）
0. 001***

（13. 32）
0. 008***

（4. 39）
-0. 043

（-0. 54）
YES
YES

10331

0. 145

（2）
EQ

0. 046***
（4. 04）

0. 010***
（28. 64）

0. 000
（0. 05）

0. 011***
（9. 04）

0. 035***
（8. 32）
-0. 004**

（-2. 10）
0. 001***

（13. 41）
0. 008***

（4. 42）
0. 108*

（1. 90）
YES
YES

10331

0. 145

（3）
EQ

0. 038***
（4. 14）

0. 010***
（28. 70）

0. 000
（0. 14）

0. 011***
（8. 80）

0. 035***
（8. 32）
-0. 004**

（-2. 07）
0. 001***

（13. 24）
0. 008***

（4. 34）
0. 134***

（2. 72）
YES
YES

10331

0. 145

（4）
EQ

-0. 037
（-1. 41）

0. 010***
（28. 75）

0. 000
（0. 32）

0. 011***
（8. 82）

0. 034***
（8. 27）
-0. 004**

（-2. 14）
0. 001***

（13. 40）
0. 008***

（4. 36）
0. 537***

（3. 77）
YES
YES

10331

0. 143

注：括号内值为 t统计值；*，**，***分别表示 10%，5%，1% 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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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因此，在固定效应模型基础上，采用省级

聚类标准误进行修正，以缓解组内相关性带来的

估计偏差，结果如表 6 第 （2） 列所示。从中可以

发现，即使在聚类调整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

影响系数仍显著为正 （0. 108），且通过 5% 的显

著性检验，进一步验证其对就业质量的促进作用

在统计上依旧稳健可靠。

3.  替代就业质量指标：熵权法构建　

为排除就业质量指标构建方式对估计结果的

影响，本研究引入熵权法替代等权法，对就业质

量四个维度指标赋予客观权重，重构综合指标并

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6 第 （3） 列所示。从中

可以发现，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系数为 0. 174，
在 1% 的水平上显著，该结果进一步验证本研究

结论的稳健性。

4.  替代就业质量：主成分分析法　

为了进一步验证就业质量指标的稳健性和合

理性，本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 （PCA） 作为替

代方法来构建就业质量综合指数，结果如表 6 第

（4） 列 所 示 。 可 以 发 现 ， DIFI 的 回 归 系 数 为

0. 051，且在 5% 的水平上显著，该结果进一步验

证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5.  替换基准模型：Tobit模型回归　

考虑到就业质量指标的构建结果在数值区间

上受限于 0 至 1 之间，属于典型的双侧截断型连

续变量，普通最小二乘法 （OLS） 可能导致估计

偏误。为此，进一步采用  Tobit 模型对基准回归

进行修正，结果如表 6 第 （5） 列所示。结果显

示，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为 0. 108，仍在 1%
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说明在考虑边界限制的

前提下，数字普惠金融依旧对进城务工人员就业

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验证本研究结论的稳

健性。

（（三三）） 内生性问题内生性问题　　

尽管本研究在实证策略中引入地区和年份的

双向固定效应，并控制教育年限、健康状况、性

别、年龄等关键个体层面变量，力求减少潜在干

扰因素的影响，但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DIFI） 对

进城务工人员就业质量的估计仍可能存在内生性

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存在逆

向因果关系的可能性。理论上，数字普惠金融的

发展应作为外生变量影响进城务工人员的就业质

量，但在现实中，地区就业状况的改善本身也可

能推动数字金融服务基础设施的建设与优化。例

如，就业质量高、劳动力结构优的地区可能更容

易吸引数字金融平台布局，加快其金融数字化进

程。这种因果方向的双向性会导致估计偏误。其

次，模型可能面临遗漏变量偏误。进城务工人员

的就业质量除受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外，还受到一

系列地区层面难以观测或测量的结构性因素影

响，如地方政府的就业政策、产业结构演进、基

础设施建设、劳动力市场匹配效率等。如果这些

变量既影响就业质量，又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

平高度相关，而未被纳入回归模型，则容易导致

对数字普惠金融影响的高估或低估。

为解决上述内生性问题，本研究参考冯大威

等的研究［43］，选取家庭所在省份的互联网使用率

作为工具变量。该指标基于 CLDS 家庭问卷中的

问题：“在过去一年中，您家使用互联网的情况

表 6　稳健性检验结果

DIFI

Constant

Controls
Industry

Year
N

调整后的 R2

（1） EQ
分层线性模型

0. 082**
（2. 14）
-0. 10

（-0. 50）
YES
YES
YES

10331

（2） EQ
省级聚类标准误

0. 108**
（2. 60）
-0. 24

（-1. 14）
YES
YES
YES

10331
0. 1471

（3） EQ
采用熵权法构建指标

0. 174***
（5. 19）
-0. 76***
（⁃4. 22）

YES
YES
YES

10331
0. 136

（4） EQ
主成分分析法

0. 051**
（2. 55）
-0. 08

（-0. 25）
YES
YES
YES

10331
0. 151

（5） EQ
Tobit模型

0. 108***
（5. 79）
-0. 24**

（-2. 40）
YES
YES
YES

10331

注：括号内值为  t 统计值；*，**，***分别表示 10%，5%，1% 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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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选项包括“仅用电脑上网”“仅用手机上

网”“两者都用”与“不上网”。以“不上网”的

家庭占比为逆指标，推算各省份的互联网使用普

及率，进而构建省级层面的工具变量。

从理论上分析，互联网使用率高度依赖数字

基础设施建设，是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前提条件

之一，因而具备工具变量的相关性。通过提高互

联网的普及程度，能够间接推动数字金融的普

及，从而提升进城务工人员的金融可得性和就业

质量。因此，互联网使用率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DIFI） 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同时，互联网

使用率对进城务工人员就业质量的直接影响较为

间接，它主要通过数字金融的发展间接发挥作

用。因此，互联网使用率作为工具变量可以满足

排 除 性 假 设 ， 即 它 对 进 城 务 工 人 员 就 业 质 量

（EQ） 的影响仅通过数字普惠金融的渠道间接发

生，而不直接作用于就业质量。为了验证工具变

量的排除性假设，我们进一步进行分析。假设互

联网使用率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DIFI） 之间的

关系显著，而它与进城务工人员就业质量 （EQ）

之间没有直接影响。通过回归分析，结果表明，

互联网使用率对就业质量的影响并不显著，验证

其仅通过数字普惠金融指数 （DIFI） 来间接影响

就业质量。

为了确保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本研究采用不

可识别性检验，包括过度识别检验 （Sargan 检

验） 和 Hausman 检验。首先，过度识别检验结果

表明，工具变量 （互联网使用率） 与数字普惠金

融指数 （DIFI） 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并且互

联网使用率与就业质量之间的直接关系不显著。

这表明，互联网使用率确实满足排除性假设，可

以作为有效的工具变量。具体来说，Sargan 检验

的 p 值为 0. 275，大于 0. 05，因此无法拒绝原假

设，证明工具变量符合排除性假设。其次，通过

Hausman 检验，比较内生性模型和外生性模型之

间的系数差异，结果显示，工具变量的使用没有

显著影响模型的结果，进一步确认互联网使用率

作为工具变量的有效性。Hausman 检验的 p 值为

0. 062，大于 0. 05，说明两种模型的系数差异不

显著，因此，工具变量的使用是有效的。

回归结果如表 7 所示。第一阶段结果显示，

工具变量对被解释变量 （DIFI） 具有显著的正向

影响，系数为 0. 272， t 值达 30. 45，第一阶段的  
F 值为 927. 536，显著超过判断弱工具变量的临界

值 10，说明工具变量解释力强，显著有效。第二

阶段回归结果显示，DIFI 对进城务工人员就业质

量的影响系数为 0. 257，在 1%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为正。该部分进一步验证本研究核心因果假设的

稳健性与外生有效性。

（（四四）） 中介效应分析中介效应分析　　

为了更系统地揭示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进

城务工人员就业质量，进一步引入中介效应分

析，探讨其作用机制。基于前文提出的理论假设

与逻辑链条，本研究分别考察两个关键中介路

径：一是人力资本提升，二是创业选择，分别对

应“能力增强路径”与“结构优化路径”。

1.  人力资本中介机制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知识、技能和教育是劳

动者获取优质就业的关键资源。对于教育水平整

体偏低、培训机会有限的进城务工人员而言，数

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可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与拓展

数字化培训资源，为其能力提升创造条件。为验

证这一机制，采用三步回归法检验中介效应，实

表 7 工具变量法处理结果

DIFI

IV

Constant

Controls

Industry

Year

N

调整后的 R2

过度识别检验 （检验）

Hausman 检验

（1）
EQ

0. 272***
（30. 45）

5. 007***
（0. 01）

YES

YES

YES

10331

0. 9378

Sargan 统计量=1. 054
（p=0. 275）

χ 2 统计量=3. 754
（p=0. 062）

（2）
EQ

0. 257***
（5. 97）

⁃1. 00***
（0. 22）

YES

YES

YES

10331

0. 1349

注：括号内值为  t 统计值；*，**，***分别表示 10%，5%，

1% 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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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结果见表 8。第一步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

指数 （DIFI） 对就业质量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系

数为 0. 073，p<0. 01），确认其直接效应；第二

步结果表明，DIFI 对人力资本提升显著为正 （系

数为 0. 120，p<0. 05），说明数字普惠金融有助

于进城务工人员参与职业培训、提高技能水平；

第三步在引入人力资本变量后，其对就业质量的

系数为 0. 039 （p<0. 01），且 DIFI 的系数下降至

0. 068，呈现出部分中介效应。这一结果支持研

究假设 H2，即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增强人力

资本间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就业质量。这表明数

字普惠金融缓解融资约束，降低技能投资门槛，

同时借助数字平台提供灵活、低成本的线上教育

资源，促进进城务工人员参与职业培训与能力提

升，从而提高其劳动市场竞争力。

2.  创业抑制机制　

在就业质量的改善路径中，“创业”并不总

是理想出路。尤其在进城务工人员群体中，由于

缺乏资本、技术与社会网络，创业更多表现为

“生存型创业”而非“机会型创业”。这种创业往

往风险高、回报低、劳动强度大，反而容易使劳

动者陷入更不稳定、更缺保障的就业境地，进一

步削弱其整体就业质量。本研究认为，数字普惠

金融的发展不仅支持创业融资，更重要的是通过

提升就业信息获取效率、扩大正规劳动机会，进

而抑制低质量创业行为。为验证该机制，将“创

业选择”作为中介变量进行实证检验，具体结果

见表 9。
第一步回归确认数字普惠金融对就业质量的

正向影响 （0. 073，p<0. 01）；第二步结果显示，

DIFI 对 创 业 选 择 的 影 响 为 负 （-0. 124， p<
0. 05），说明数字普惠金融的扩展有效减少进城

务工人员的创业倾向，尤其是低门槛创业；第三

步结果表明，在引入创业变量后，创业选择对就

业质量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0. 025，p<0. 01），

同时 DIFI 的系数下降为 0. 070，显示出显著的部

分中介效应。该实证路径验证研究假设 H3 成立。

这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提升正规就业信息可得性、

扩大平台就业选择、降低市场进入门槛，从而减

少资源匮乏背景下的“被迫创业”，引导进城务

工人员转向更有保障的劳动形式。

（（五五）） 异质性分析异质性分析　　

为了更全面理解数字普惠金融对进城务工人

员就业质量的影响路径和效果边界，本研究进一

步从就业质量的不同维度与群体层级两个层面展

开异质性分析，以识别数字普惠金融的差异性与

结构性特征。

1.  维度异质性：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就业

质量的构成要素　

因此，本研究分别从收入水平、劳动强度、

福利保障和主观满意度四个维度为被解释变量进

行回归，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在各维度上的边际影

响，结果见表 10。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工

作收入与福利保障两个维度具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表明其主要通过改善进城务工人员的客观物

表 8　机制检验回归结果——人力资本

DIFI

HC

Constant

Controls
Industry

Year
N

调整后的 R2

（1）
EQ
0. 073***

（4. 73）

-0. 043
（-0. 53）

YES
YES
YES

10331
0. 145

（2）
HC
0. 120**

（2. 30）

-0. 640**
（-2. 37）

YES
YES
YES

10331
0. 084

（3）
EQ
0. 068***

（4. 49）
0. 039***

（12. 23）
-0. 018

（-0. 23）
YES
YES
YES

10331
0. 159

注：括号内值为  t 统计值；*，**，***分别表示 10%，5%，1% 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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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条件提升整体就业质量。具体来看，数字普惠

金融的推广不仅提升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水平

（系数为 1. 169，显著性达 1%），也通过增强其缴

纳社会保险的能力以及促进企业参保积极性，提

高进城务工人员的社会保障覆盖程度 （系数为

0. 812，显著性达 1%）。

相对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对工作强度的影响

虽为负值，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其尚未显

著改善进城务工人员的劳动强度或工作时长。对

工作满意度的影响同样不显著，这可能与以下两

方面因素有关：一是随着数字化就业形态的兴

起，岗位要求的专业化与技术化程度提高，给进

城务工人员带来新的适应压力；二是部分数字金

融服务以绩效驱动为导向，可能强化劳动的不稳

定性与竞争强度，从而影响其主观满意水平。

2.  群体异质性：不同就业质量群体对数字金

融的响应差异　

除维度层面外，进城务工人员内部在就业质

量水平上的差异也可能导致数字普惠金融作用效

果的异质性。为了揭示这一现象，本研究采用分

位数回归方法，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在不同就业质

量分位点上的影响系数变化，结果见图 7。

整体来看，数字普惠金融在所有分位点上的

影响均为正，且置信区间未穿过零轴，表明其对

各层次进城务工人员群体的就业质量均具有积极

影响。然而，影响强度随就业质量水平的不同而

变化，呈现出“倒 U 型”特征。具体而言，对于

低分位群体 （就业质量较差的进城务工人员），

由于其金融素养较低、接触渠道有限、技术接受

表 9　机制检验回归结果——创业选择

DIFI

EC

Constant

Controls
Industry

Year
N

调整后的 R2

（1）
EQ
0. 073***

（4. 73）

-0. 043
（-0. 54）

YES
YES
YES

10331
0. 145

（2）
EC

-0. 124**
（-2. 02）

0. 659**
（2. 07）
YES
YES
YES

10331
0. 058

（3）
EQ
0. 070***

（4. 54）
-0. 025***

（-10. 29）
-0. 027

（-0. 33）
YES
YES
YES

10331
0. 153

注：括号内值为 t统计值；*，**，***分别表示 10%，5%，1% 的显著性水平

表 10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进城务工人员就业质量不同维度影响回归结果

DIFI

Constant

Controls

Industry

Year

N

调整后的 R2

（1）
工作收入

1. 169***
（9. 99）

0. 264
（0. 43）

YES

YES

YES

10331

0. 108

（2）
工作强度

-3. 845
（-1. 25）

85. 958***
（5. 34）

YES

YES

YES

10331

0. 028

（3）
福利保障

0. 812***
（4. 25）

-3. 919***
（-3. 96）

YES

YES

YES

10331

0. 120

（4）
工作满意度

0. 026
（0. 22）

2. 561***
（4. 19）

YES

YES

YES

10331

0. 049

注：括号内值为 t统计值；*，**，***分别表示 10%，5%，1% 的显著性水平

58



黄文礼等：数字普惠金融如何改善进城务工人员就业质量

度不足，难以充分利用数字金融工具，导致其收

益边际较低；而对于高分位群体，尽管其就业质

量较高、能力较强，但其改善空间有限，数字金

融带来的边际效益相对较小。相比之下，中等偏

上的群体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反应最为强烈，可能

因为其兼具基础的技术能力与改善就业质量的迫

切 需 求 ， 因 而 成 为 数 字 金 融 红 利 的 “ 边 际 受

益者”。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在数字中国与城乡融合发展战略持续推进的

背景下，数字普惠金融能否有效赋能进城务工人

员实现高质量就业，已成为理论研究与政策实践

的共同关注点。本研究基于 2014、2016、2018 年

三期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CLDS） 数据，结合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

型、工具变量法与中介效应检验等多种实证方

法，系统评估数字普惠金融对进城务工人员就业

质量的影响，并识别其内在作用机制与异质性效

应。主要结论如下：（1）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

提升进城务工人员的就业质量，该结果在多种稳

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后依旧成立；（2） 数字普

惠金融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与扩展技能获取路径，

间接促进进城务工人员人力资本积累；同时通过

优化信息获取与提升就业选择性，有效抑制低质

量的“被迫创业”现象；（3） 数字普惠金融对提

升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水平与社会保障具有显著

促进作用，但在降低工作强度和提升主观满意度

方面尚未表现出稳定效应；（4） 数字普惠金融对

中等就业质量群体的促进作用最强，而对底层群

体因数字素养不足、获取能力弱，边际效应相对

有限，对高质量群体则改善空间较小，呈现“倒

U 型”结构特征。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

建议：

（1） 应加快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向基层延伸，

推动服务“下沉普及”。一方面，国家层面需持

续推进农村地区网络覆盖、移动支付终端与信息

化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支撑数字金融服务可达的

技术基础；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和平台企业应优

化产品设计，简化开户流程，推出更贴合进城务

工人员使用习惯的低门槛、低成本金融产品，推

动便民信贷、支付、保险服务的线上线下融合，

降低进城务工人员群体的技术门槛和使用难度。

（2） 构建“金融+培训”的联动机制，推动

人力资本的可持续积累。政府可联合平台企业和

职业培训机构，推出面向进城务工人员的在线技

能课程、认证项目，并通过提供“培训贷”“技

能贷”等专项数字金融产品，为进城务工人员技

能提升提供资金支持。同时，建议建立“技能钱

包”或“数字简历”制度，将其培训记录与信用

体系打通，提升其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可识别性和

就业竞争力。

（3） 合理引导进城务工人员创业预期，遏制

图 7　分位数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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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质量的“被动创业”。针对目前普遍存在的生

存型创业现象，应强化创业前的评估与辅导服

务，对缺乏资金、经验和市场准备的群体，应重

点引导其转向更稳定的正规就业形式。同时，应

鼓励平台经济、社区服务等新业态提供更多灵活

就业岗位，为资源有限但具有创业倾向的进城务

工人员提供替代选择，减缓其“创业依赖”。

（4） 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金融素养和风险防范

意识，实现包容性发展与金融安全的平衡。建议

在数字金融产品中增设风险识别提示功能，加强

贷款、理财等环节的风险教育；同时，构建进城

务工人员金融健康监测机制，通过数据共享和跨

平台协同，动态掌握进城务工人员在金融服务中

的行为特征与风险暴露，防范“过度借贷”“信

息不对称”等问题引发的结构性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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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mprove the employment quality of migrant workers？
HUANG Wenli1，JIANG Mingzhou1，CHEN Yong2

（1. School of  Finance，  Zhejiang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Hangzhou  310018，  China；2. School of  Fi⁃

nance，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China）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and high⁃quality employment，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as a technology
⁃driven financial innovation， provides a new pathway to enhance the employment quality of migrant workers.  Based on the data 
from  China Labor⁃force Dynamics Survey （CLDS）in 2014， 2016， and 2018， and combined with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In⁃
dex of China， the research constructs a two ⁃way fixed effects model to systematically evaluate the impact of digital inclusive fi⁃
nance on migrant workers' employment quality.  It further explores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through mediation analysis and het⁃
erogeneity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 significantly improves employment quality， particularly in 
terms of income levels and social security.  The effect is most pronounced among workers with medium employment quality， 
while the impact on low ⁃quality groups is limited.  Mechanistically， the positive effect operates primarily through promoting hu⁃
man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reducing involuntary entrepreneurship.  These findings provide empirical support for improving em ⁃
ployment quality among migrant workers and offer policy⁃relevant implications for optimizing digital financial strategies.
Keywords： Digital inclusive finance；Migrant workers；Employment quality；Human capital；Entrepreneurship cho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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